
明确目标，凝心聚力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

曹二宝

一、建议进行干部培训：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

“一国两制”与“一带一路”两大战略交集的战略定位

中央确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在“1233”（一个国家、

两种制度、三个关税区、三种货币）条件下进行建设，

也就是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纲要》（下称《规划纲

要》）所指出的，大湾区建设是推进‘一国两制’事业

的新实践。不仅举世无双，也是史无前例。

编者按：4月3日，深圳市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
走访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。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党委书记、副

院长武晓峰主持座谈会，副院长马岚简要介绍深圳研究生院的科研

进展，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曹二宝教授做主要发言，提出了三点建

议。来访的深圳市委推进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赵志英副主任

总结时说，本次座谈对解决深圳市各级干部在大湾区战略下深圳应

怎么办的焦虑与困惑，很有帮助，所提意见建议会带回去认真研究。

下面是曹二宝教授的发言摘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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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掌握“一国两制”方针和基本法，一直是对做

港澳工作同志的基本要求，现在也应成为广东包括深圳

和国家部委参加大湾区建设的各级干部的必修课。“一

带一路”是唯一写入党章和统领中国大开放、大开发的

国家战略。《规划纲要》指出，大湾区建设“是‘一带

一路’建设的重要支撑”，将“融汇对接‘一带’与

‘一路’”。中央还指出：“支持香港参与和助力‘一

带一路’建设，是贯彻中共十九大做出的两项战略部署

（即‘一带一路’和‘一国两制’）的结合点。”

我在港工作30年，对“一国两制”理论和实践有些

体会；近年来牵头国务院参事室香港参与“一带一路”

和香港助力“一带一路”两个课题调研，与清华港澳中

心兼职研究员宛君老师一起上报过一些建议。2017年11

月，我应邀在李希书记主持的广东省参事决策咨询会发

言，提的建议就是：粤港澳大湾区定位于“一国两制”

和“一带一路”两大战略的交集。清华大学港澳中心与

诸多研究“一国两制”与“一带一路”方面的专家学者

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。这些都可与深圳的同志分享，

助力干部培训。

二、建议系统认识香港独特优势，尽快找到深港

“拼船出海”的结合点

在粤港澳大湾区内，港澳的体量和面积远较广东省

为小，却是“三分天下有其二”，因为与国家主体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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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的另一制，全国只在港澳实行。深圳又是全国唯

一与香港全面接壤的城市（与香港的陆上边境已有7个

口岸）。这是建成影响世界经济版图的第四大湾区，

广东特別是深圳，有长三角或杭州湾和渤海湾都没有

的独特优势之所在。

香港自2001年12月起，即国家加入WTO以来，已不

再是内地招商引资主渠道，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地位急

剧滑落。但在国际上创造和保持许多领先地位，是全

国唯一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实现“五通”无缝对

接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，显示了“一国两制”强大生

命力，也是内地包括深圳亟需与香港“拼船出海”，

走向“一带一路”的最好平台。

中央指出，港澳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，

地位特殊、优势独特、作用不可替代。又指出：“国

家发展始终需要香港，必将不断成就香港。”深圳市

委主要领导提出，深圳要“学习港澳、依托港澳、服

务港澳”。我的理解是，这就将了解和掌握港澳有深

圳“难比难替”或“不可替代”的独特优势这个任务，

提上了全市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工作日程。

去年10月以来，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举办“香

港独特优势”系列讲座，影响大、收效好，希望能得

到市委大湾区办的指导与支持。同时，中心愿意承接

市委大湾区办委托的课题调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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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议大湾区建设的实践，紧紧围绕“坚守‘一

国’之本，善用‘两制’之利”展开

坚守“一国”之本，就是要落实中央“两权结合”

（中央对港澳全面管治权和港澳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）

确定的治理结构，明确港澳不再是外国统治的“客场”，

而是与广东包括深圳一样，也是国家建设的“主场”。

当务之急是调整将港澳视同或“参照”外国的政策措施，

加快与港澳与广东包括深圳之间人财物流和信息流等

“跨境”的便利和畅通。

善用“两制”之利，就是要落实中央“两个建设好”

（既建设好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，也建设好资本主义制

度的港澳）确定的制度安排，明确广东包括深圳与港澳

分行“两制”，尊重而非混淆或模糊“两制”差异，当

务之急是找出“国家所需，港澳所长”的结合点。

港珠澳大桥在分行“两制”的三个司法管辖区交界

的“一国”水域上进行建设，当时尚未明确建桥须以

“一国两制”为指导，但建桥实践却创造性地成功处理

了涉及“一国两制”的许多问题。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者，

是大湾区建设作为“一国两制”新实践的先行者，积累

了宝贵经验。主要启示有以下三点：

一是设计目标由港方牵头，提出的技术标准“开阔

国际视野”、“就高不就低”（桥建成后，中央领导评

价它是我国从“桥梁大国”变为“桥梁强国”的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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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志）；建桥工程由内地牵头，发挥了决策效率高和党

组织先锋模范、劳动竞赛等作用，这就善用了“两制”

之利。

二是同一水域上不同制度区域的工程对接，不因

“现有法规体系找不到依据就不作为”，双方同意或

默契做好了工程，再完善相关法规。彰显了“摸着石

头过河”是“一国两制”新实践中要“大胆试、大胆

闯，开出新路”的根本方法。

三是中央部委牵头协调和成立管理局实操工程的

“三级”领导体制，比只是珠港澳三方平行研商和没

有管理局实操的“两级”体制，协调更有效，运作更

务实，指挥更到位。清华大学港澳澳研究中心拟聘大

桥管理局主要领导为兼职研究员；中心希望与市委大

湾区办合作，邀请大桥管理局主要领导来深圳，为全

市党政干部做内部专题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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